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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技能帶回勞動研究的核心：

評三本面向社會大眾的勞動研究專書

黃俊豪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超商的社會代價》，張立祥著，

台北：游擊文化，2021年 5月，256頁。

《失去青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涂曉蝶著，台北：

游擊文化，2021年 9月，320頁。

《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謝嘉心著，台北：

游擊文化，2021年 11月，328頁。

台灣本土的勞動研究，對於勞動體制或工廠政體的討論長期居

於主流的地位（謝國雄 2008）。此種立基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勞動

過程理論，首要的關注是管理者或資本家如何透過工作現場中不同制

度組合，來產生不同的壓迫與意識形態效果。相較於此，與生產相

關的技能實作儘管不是完全沒有被提及，但通常是處於較邊緣的位

置。1整體來說，這種對技能實作議題的邊緣化，並不只出現在勞動

研究中，在時常與勞動研究作為一體之兩面的產業研究也有同樣的現

象。產業研究對作為台灣產業競爭優勢的生產彈性之討論，幾乎都聚

焦於協力網絡的形態與運作邏輯，對於同樣可能提供生產彈性的技能

勞動力卻鮮少有系統的處理。這種對技能議題的邊緣化，在產業研究

領域一直要到 2010年後，才有諸如鄭力軒（2011）、謝斐宇（Hsieh 

台灣社會學第 43期（2022年 6月），頁 179-187。
1 例如，張崇熙的碩士論文《技術的社會建構性質：一個玻璃工廠的個案研究》、侯念

祖的博士論文《以工匠為師：對鹿港小木工匠的經驗考察》，以及黃俊豪的碩士論文
《技藝產業的維繫與創新：后里薩克斯風產業的外包網絡》，是早期少數將勞動現場
的技能實作置於核心位置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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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等學者的作品嘗試對這個問題領域進行拓荒，但在勞動研究領

域中仍缺乏有系統的處理。

2021年下半年，游擊文化陸續出版三本由碩士論文改寫而成的

勞動研究專書，分別是張立祥的《萬能店員：我的便利、你的過勞，

超商的社會代價》（以下簡稱《萬能店員》）、涂曉蝶的《失去青

春的孩子：美髮建教生的圓夢與碎夢》（以下簡稱《失去青春的孩

子》）、謝嘉心的《我的黑手父親：港都拖車師傅的工作與生命》

（以下簡稱《我的黑手父親》）。儘管這三本專書有著極不相同的田

野對象，但不約而同地圍繞著技能實作的某些面向來建構其論述，都

恰逢其時地對勞動研究做出了深化與積累。我認為這些作品在以下三

個面向有助於勞動研究往技能實作的問題領域拓荒：首先是生產現場

的技能形成；其次是勞動現場中的技術，以及對技能的影響；最後是

技能實作是否及如何影響工人的自我認同。

生產現場的技能形成

在晚近的產業與勞動研究中，技能形成議題其實已經積累相當豐

碩的成果。這些成果大致上可以區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從制度論的

視角討論在發展型國家階段之技能形成體制的發展與特徵，如鄭志鵬

（2021）指出台灣作為一個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其人力規劃不僅是

為了滿足不同發展階段的內部需求，更是為了回應各種國際因素，從

而形成依賴發展的技能形成體制。2另一個則聚焦於在全球產業中處

於後進追趕位置的台灣，如何在不同的部門中打造具有後進特色的人

才培訓體制。例如：彭莉惠、熊瑞梅（2015）的研究指出高科技業製

造廠商會依據自身在全球生產鏈中所處的位置是製造代工（OEM）

或設計代工（ODM），進而相應地發展出後進追隨學習與後進追趕

學習這兩種不同的人才培訓模式。林文源（2013）則聚焦於高等教育

2 除了鄭志鵬指出台灣技能形成體制在 1949-1986年的依賴發展特徵外，林凱衡（2021）
的博士論文也以企業中心觀點，討論 1960-90年代間政府推動企業辦理職業訓練失敗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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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驗室中如何回應台灣產業的後進追趕特徵，從而培養出擅於複製

技術，卻窮於創新的科技人。上述這些成果主要聚焦於生產現場以外

的技能形成機制之形態與特徵，較少涉及生產現場透過實作來進行的

技能形成，以及對生產現場內外的不同訓練機制及其相應的知識類型

間之互動。

我認為生產現場的技能形成是這三部作品共同的核心關注。《萬

能店員》認為不同於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勞動過程理論所主張的科學管

理導致工人去技能的觀點，3當代超商由於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在數量

和種類上都持續擴張，因此不僅不可能剝奪工人的技能，反而必須打

造擁有多種技能、能夠應對多重任務的工人。然而，標準的作業與服

務程序也同時被加諸於工人的日常勞動，形成一種可以稱之為「組合

勞動」的工作模式，在其中，工人為了應對多重任務而習得的多種技

能，變得瑣碎且貶值。《我的黑手父親》則提供了與《萬能店員》截

然相反的技能生產模式，港都的拖車師傅從學徒時期開始就透過身體

去熟悉工具與材料的使用，並在日後的職涯中，持續地透過生產實作

來學習新的產品類型與生產訣竅，以形成極具個人風格的工作流程

（手路）。該行業中黑手師傅的流動，也導致技術圈的出現，不僅特

定產品類型成為特定區域的代表，甚至形成稱呼各項機具、工具與零

件的共通語言。

如前兩部作品一般，《失去青春的孩子》也為讀者精心建構了

美髮業建教生的勞動處境，但聚焦於建教合作這個連結教育與工作現

場的技能形成機制，有助於作者進一步地指出兩者間的互動與扞格如

何導致美髮建教生無法取得技能。如同拖車師傅，美髮設計也是一個

需要透過從做中學來養成的專業，相較於學校專業課程中授予學生的

入門基本技能，在髮廊透過實戰所取得的剪吹經驗才是核心的技能組

成。然而，由於對建教生是否應該視同勞工的爭論，仍是模稜兩可，

3 此種去技能化的觀點在服務業通常體現為麥當勞化（McDonaldization）的現象（Ritzer 
2000）。



182　台灣社會學第 43期

使得建教合作實際上是圍繞著參與建教合作之廠商的缺工狀況而運

作，因此，建教生在實習現場必須優先滿足那些無需工作技能的人力

需求，導致技能學習成為一件必須視機遇而定，或需忍受另外自費及

簽下不合理勞動契約等不平等待遇，才有機會做的事。

整體來說，這三部作品一方面對不同時期、不同產業之生產現

場的技能形成機制進行具有經驗深度的重構，有助於後續研究者做更

細緻且有系統的類型學建構與比較研究；另一方面也對技能形成過程

中，不同形態的生產知識的生產／再現、交流、傳承、競合等做更多

的討論，這有助於釐清隨著生產現場日益加速的機械化與數位化，在

傳統的黑手師傅日益凋零，及其所掌握的默會知識難以積累之際，台

灣廠商與勞動者嘗試將生產知識轉化成具體的圖象與文字來進行接軌

時所遭遇的難題。

勞動現場中的技術以及對技能的影響

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傳統下的勞動過程理論是台灣勞動現場研

究的主流。這個傳統通常將技術視為包含人、過程與機械等因素協作

的生產系統，並且由於強調勞資間的結構性對立，習慣性地預設技術

內部必然銘刻著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社會關係，並且會對工人及其技

能產生壓迫或意識形態效果。因此，勞動過程理論的研究者在處理生

產現場的新技術時，往往將之視為壓迫與剝削的象徵體系，很難更細

緻地去處理技術作為一種物（object）所可能提供的機會與限制，以

及工人如何可能透過對技術的組織與使用，來爭取更多的利益，或進

行更具創意的抵抗。這種侷限所產生的影響會隨著生產現場所使用的

技術之複雜程度提升，而有所放大。事實上，自 1990年代以降，台

灣的勞動現場不論是工人的生產實作，還是管理者的管理作為，都已

經圍繞著機械化與數位化的加速擴散而重組，使得生產現場有了完全

不同於 1980年代的面貌。這不僅侷限於製造業，在金融、物流、零

售等服務及後勤產業，也有著毫不遜色於加工製造業的變化。這意味

著我們在處理 1990年代以後的台灣勞動現場時，對於勞動現場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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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以及其對技能的影響，需要給予更多的關注。

在這三部作品中，《萬能店員》與《我的黑手父親》對上述的

爭論提供了一些看法。在《萬能店員》中，作者清楚地意識到不論是

簡單或複雜，影印機、咖啡機、微波爐等機器和設備都參與了對超商

店員的勞動日常之構築，使店員淪為鎮日窮於應對來自各種機器與人

類需求的協調人角色。如同大規模生產的工廠中，管理策略所追求的

理性化與效率目標被鑲嵌在機械設備的布局和建築規劃中，當代的超

商為了提供有效地整合多種不同的商品與服務，以結帳櫃台為中心，

將各種機器與設備配置在特定的空間中。不同的是，在大規模生產的

工廠，工人的日常活動與工作節奏時時刻刻籠罩在輸送帶的高壓統治

下，而在當代超商中，儘管為了幫助店員迅速上手，超商內的各項業

務都經過簡單化，但持續增加的商品與服務項目，背後仍各有一套專

屬的知識與流程，店員必須周旋在各種商品、服務、機器及顧客間，

以調解各方的需求。這意味著店員對於工作的服務與執行有更多的判

斷空間，哪些事可以緩緩、哪些事必須同時注意、哪些事需在時限內

完成，都必須在工作過程中迅速加以判斷。此外，正是因為如此，當

超商內的人力難以使服務達到總部的要求或客人的期待時，超商店員

才有機會採取「讓機台故障」這種生產線工人無法採行的應對策略。

在《我的黑手父親》中，作者講述了一個因為車輛安全法規規

定必須使用電子設計圖，卻對整個拖車產業的技能職位結構產生衝擊

的故事。在拖車產業中，安排製造流程、計算所需工料等生產規劃都

是由拖車師傅來執行的，且通常是以簡單潦草的圖紙紀錄來呈現。然

而，政府在 1997年以法令規定國內製造的車輛必須由合格廠商申請

安全檢驗，其中一個項目就是車輛必須與電子設計圖完全一致，只要

有所變更都需要申請許可。相較於拖車師傅的簡單草圖，電子設計圖

除了需要呈現更多的製造細節外，也需要電腦繪圖的技能，遠非黑手

出身的拖車師傅所能擔當。因此，具備電腦繪圖技能的工程師職位便

進入拖車產業中。拖車師傅與工程師的衝突出現在以下兩個面向：首

先，工程師通常是學校的工程教育出身，缺乏現場施工的經驗，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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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圍繞著現場經驗來建立自我認同與評價的拖車師傅很難對工程師有

正面的評價；其次，必須預先規劃好的電子設計圖，與拖車師傅強調

保留一定彈性和容錯空間的工作慣習時常會有扞格之處。不過，儘管

電腦繪圖這項新技術的導入，使得該產業的技能職位結構產生一定的

變化，但拖車師傅所擁有的現場經驗仍在勞雇關係中掌握相當的議價

能力。

在《萬能店員》與《我的黑手父親》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技術

在生產現場中的導入、開發／二次開發、組織及使用等不同階段，都

有可能促使生產結構往不同的方向變動，然而不論資本家導入新技術

的意圖為何，掌握生產技能與現場經驗的勞動者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能

動性，能夠抵抗新技術所帶來的生產結構變動。

技能實作與工人自我認同的互動

一般來說，受馬克思主義傳統影響的勞動研究大多同意經歷相同

勞動過程的經驗，會成為工人階級意識的來源。然而也有研究指出，

相較於技能實作等工作的內在特徵，工作保障、監督模式等外在特徵

對階級意識的影響更大（Vallas 1987）。吳乃德對台灣勞工缺乏工人

意識的解釋也採取強調外在特徵的觀點：亦即在台灣，勞工一詞並不

像在南韓一般，是個被國家與資本家聯手污名化的詞彙，因此台灣勞

工比較可能認同自身在客觀階級結構上的位置，但卻很少認為自身與

資本家處於敵對的位置，以至於缺乏階級意識（Wu 1996）。然而，

不論是支持工作之內在或外在特徵的看法，都只提供了部分解釋，更

忽略了勞動者在經歷勞動過程時的主觀能動性與採取策略性選擇的可

能。

在這三部作品中，作者都嘗試將特定產業的勞動過程與勞動者主

體性的建構加以連結。《萬能店員》認為在當代超商特有的組合勞動

形態中，店員必須作為新的主體，亦即不斷對各方需求加以協調、溝

通的協調人。然而，協調人本身並沒有任何真正的產出，僅是在各種

機器與人的需求間周旋，這樣的勞動往往會使店員遭遇主體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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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經常性地被打斷，注意力、心智疲勞感增加，僅有低度的自我成

就感等情況。

如果超商店員的主體性及相關的危機是其被動經歷超商勞動過程

的結果，那麼《失去青春的孩子》與《我的黑手父親》則更進一步嘗

試呈現，參與建教合作的學生與拖車師傅對產業之勞動過程的主觀理

解和策略性回應。《失去青春的孩子》指出，儘管建教合作制度的設

計往往指向性地篩選了學習成績低落、家中經濟條件較差的學生，但

將其視為弱勢的觀點，並無法完整地理解他們進入建教合作的意圖，

以及他們在建教合作過程中所做出的種種選擇。事實上，參與建教合

作的學生對於建教合作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一方面，他們清楚知道

透過建教合作，讓他們第一次能夠掌握經濟能力，儘管這個掌握是如

此的有限；而從建教合作中習得的技能與現場經驗，也讓他們具有一

般生相對缺乏現場經驗的優勢。另一方面，他們清楚地看穿建教合作

中的不合理與壓榨之處，忍耐、退出、異議都是看穿後的選擇，而不

是無知的莽撞之舉。

《我的黑手父親》聚焦於拖車師傅自豪自身的技能，卻又認為

子女不應該繼承工人身分的矛盾。首先，在拖車產業相關的行動者

中，對於拖車師傅的評價、聘用及支薪方式等，都圍繞著師傅技能的

優劣而建構。然而，如同台灣其他手藝產業，拖車師傅並沒有從技能

中形成行會組織的集體力量，技能只成為個別拖車師傅追求職涯發展

的利器。其次，在職涯中遭遇困境或產業轉型時，熟練的工人經常藉

由個人所掌握的技能，採取創業或成為小承包商之類的出走獨立策

略，這種策略選擇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分散化產

業結構。作者在書中指出，相較於以往研究提到的黑手變頭家現象，

拖車師傅更常採取「做師傅就好」的策略，反映了拖車師傅群體主動

選擇停留在受僱身分的認份觀。在我過去對台灣薩克斯風產業工人的

研究中，也有受訪者指出薩克斯風工匠群體時常會自我設限於「師傅

格」，而無法成為真正的「老闆格」，這種技能工人對自身職涯發展

與認同的自我設限，往往來自於技能形成過程的經驗，亦即嫻熟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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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但卻對管理責任與能力感到陌生或缺乏（黃俊豪 2009）。最

後，對拖車師傅來說，他們在台灣社會由農業轉向工業的階段，習得

一身的技能，並且憑藉這個技能養家活口，這個技能是他們的立身之

本。然而，隨著台灣社會再次由工業轉向服務業社會，經由正式教育

取得的文憑構築了人們對「好工作」的想像：拿筆、坐在桌子前、室

內吹冷氣不用外出曬太陽。這種想像使得他們即便認為工程師根本沒

有真本事，卻仍然同意工程師才符合人們對好工作的想像。

小結

晚近十年來，工業 4.0、智慧生產等概念引發產業官僚與企業管

理者的熱烈討論。這些概念強調透過由多個設備互聯而成的智慧系

統，來蒐集與分析生產數據，以形成即時的商業或生產決策。許多評

論家認為這些概念的落實會加速工人技能的貶值，甚至消滅許多能讓

工人過上體面生活的技能工作。如果台灣的工業 4.0在推動過程中，

能夠多考量工人技能的運用，而非只專注於追求先進技術，將有助於

避免走入灰暗的數位專制未來。為此，我們對於了解工作現場的技能

形成、技術物與技能的互動，以及技能實作對行動者認同的影響等相

關議題，有著比以往更加迫切的需求。我認為《萬能店員》、《失去

青春的孩子》與《我的黑手父親》這三部優秀作品的出版，對此提供

了良好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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